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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冯友兰先生一直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反思。1982 年，冯先生在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

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的《答词》中这样说：“我经常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在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纵观冯先生的

一生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今天我写这个帖子，就是想回顾一下冯先生的历程，以及他

给我们的启示。  
  冯先生是由逻辑而引发他的哲学兴趣的，到北大后的冯先生始知除了八股策论，试帖之

外还有学问存在。在这里的学习对冯先生以前所学的古籍知识是一个翻新和巩固，不能因为

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了个“但是对于真正的学问还没有入门，也不知道在哪里？”

（第 199 页）忽视他的这一段经历，因为他毕竟摸到了一些门路。冯先生通过三年的北大学

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带着中国的实际问题，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这个带着“中国的

实际”就是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浅意识的反思。  
  “‘五四’时期，国内公众最关心，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问题，是东西文化问题。那时

候，胡适、陈独秀提倡接纳西方文化，梁漱溟拥护东方文化。我意识到，生活在不同文化矛

盾冲突的高潮中的人所要寻求的，是如何理解这种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

解决这种矛盾，为此目的，只有亲自实地去看一看。”（《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是几时孟

光接了梁鸿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年版）这两个“如何”就是冯先生在当时对中国实

际学术思想的反思。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正是变革时期，学派林立。从近现史的角度来看，就

是患难中的中国人寻求解放的初期，对待中国哲学是存在还是舍弃这个问题，是当时思想界

的一次冲突。对于中国哲学是存是弃，冯先生远渡重洋，是不是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

这段话很有力。“我先用地域观念解释这一差别；后来认为这是历史时代??古代、近代的差

别；最后用社会发展来解释，就是说，这一差别起因于社会类型的不同。于是我否定了当时

的主流见解，提出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在东

方哲学史里也有。”冯先生得出不同于当时哲学界的见解，就是他对中国哲学的反思。冯先

生不迷信当时的权威，自己考虑问题，他提出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不同是因为社会类型的

不同，超出同代人不少，东西文化的差别是因为社会形态造成的，因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

家，小农经济的存在到后期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所以中国落后了。冯先生没有分析到经济上，

他这个时候对中国哲学的反思是有限的，他的愿望到这个时候还是要回国向中国人讲西方哲

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路改变了，就是回国后执教“中国哲学史”课程。  
  继胡适先生之后，冯先生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无论陈寅恪先生说：“所谓真了

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实之苦心孤

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

学史〉审查报告一》）冯先生写的旧《中国哲学史》是一个现代人用现代方法写的一部书，

它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不同是，不但认为中国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

有它内在的体系。冯先生不是简单的对待古人，而是力图把古人的体系按古人的思路，用现

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同情的理解”。这样做的一个好出就是能真正弄

清楚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知道古代哲学到底有些什么，应该继承的是什么，舍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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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史研究来说，真正弄清楚以往的哲学家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的说是很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前后相继的有机发展过程去进行探索，去

寻求其发展的规律与特征。  
  实际上冯先生用西方的哲学研究方法，就是新实在论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哲学，虽然他没

有弄清楚整个中国哲学的脉络，比起《中国哲学史新编》来是很有距离的，但是他对他熟悉

的哲学家的阐述是很透彻、很明白的，在这些段落里，体现了冯先生的本领就是能把复杂的

问题简单的阐述出来，明白透彻，如宋明理学一段。这里冯先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努力

就是他从哲学史中走出来，不愿意只做一名哲学史家，他的目标是做一位哲学家。  
  这里还值得一说的是，冯先生在 1935 年从苏联回来写的《秦汉历史哲学》。冯先生从苏

联回来，认为苏联既不是苏联政府所宣传的“人间天堂”，也不是西方人所宣传的“人间地

狱”，他认为当时的苏联社会就是儒家说的“尚贤”社会。在这里他接受了一部分唯物史观，

有历史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了汉代的“三统五德说”。他提出历史是变的，但其中有不变

的东西存在，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存在，就是所谓的“基道德”；历史没有

错，它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中所表现的制度、是一套一套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制

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等级制度。在文章的最后冯先生说：“以上所讲的并不是要恢复五德三

统等说，不过汉人的历史哲学中有上述六点意思，这些意思现在还可以用。我们用一种历史

哲学的时候，也不过只师其意，不能把它拿来机械地用。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应当注意的。”  
  然而这只是冯先生的一个初步的探索，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最明显的探索有两

处，其中一个就是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  
 

（二） 
 
  “况我国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

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地立命之用乎？”这是冯友兰《新原人》

自序中的一段话。  
  正值抗战之际，激发了冯先生创立“最哲学的哲学”的愿望，在他的认识之中，抗战必

将胜利，但不能坐等。按冯先生的意思就是军士们当奋力杀敌，搞学术的要为提高人的思想

精神而创作，国人各尽所能。这种认识不只是冯先生一人的认识，这也是当时学者大师们的

普遍认识。  
  冯先生宣称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事实上也是，它的四个主要观念：“理”、“气”、

“道体”、“大全”。冯先生将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的新实在论、柏拉图主义结合，用“共

相”和“殊相”的逻辑分析来解决理学家的问题。  
  宋明理学中的理学，冯先生的新理学，都是讲理之学。讲理之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共相与

殊相关系问题，不只是贯穿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在，新理学》中冯先生提出“两个世界”，

即“真际”和“实际”，简单来说，要讲理世界，要就要讲总括万理的世界，即真际；总括

万物的世界，即实际。《新理学》中认为：“不独一件一件的实际事物是客观的，即言语中之

普遍名词或形容词所代表者，亦是客观的，可以离开一件一件的事物而独有。不过此所谓有，

只是就真际说的，不是实际说。”（《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 37、3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为什么“只是就真际说的，不是就实际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说它们是客观

的，是因为未有它们的具体形态之前就有了它们的理，正是冯先生所说，未有飞机之前便有

了飞机之理，这是从真际说的。如果从实际说就不能成立了。照事实而言，一件一件的实际

事物皆有存在于空间、时间之中。依照新理学，说这种空间和时间不过是实际事物之间的一

种实际关系，物与物之间，可有在上、在下、并排等实际关系，这些关系所属于的类就是空

间，抽去了这些关系中的物，便无空间；同样有前后等的关系，抽去了这些关系，也就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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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有时间了。这种实际事物和实际关系都依照真理中的有相关的理。冯先生解释朱熹“理气”

关系时说是逻辑在先说，我看用到这个真际和实际的关系上也不为过。  
  这样在讲理和理世界，讲真际，都不能用空间、时间概念。旧理学中分形上和形下两个

世界。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

卷 95）而讲到理，都认为是千古不变，长存不灭的东西，用空间和时间来解释。冯先生一

反旧理学的说法，创立自己的时空观，论证了理、理世界、真际与空间时间无关。  
  《新理学》说：‘事物对于理，可依照之而不能有之。理对于事物。可规定之而能不在

之。”（《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 5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这就是共相和殊相

的关系：殊相依据共相而不有之，共相规定殊相而不在之。  
  到此并没有完结，理学家们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从他们的宇宙论走向了人性论，把理

气问题最终归结到人性论问题上，由此而构建他们的形上学。虽然冯先生并不注重人的心性

论（后来，冯先生说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他也将他的共相和殊相解释

的“理气”问题归结到人的道德主体构建上来。《新原人》讲人的特性是觉解，自觉的了解。

觉解所得，因觉解的程度不同，就有了四中不同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也就是

圣人境界，也可以说是天人合一境界。觉解是什么意思哪？解，即是了解，觉是自觉。了解

是通过概念而展开的活动，自觉是一种心理活动。人在日常行为之中，必然是先对此行为有

所了解，而后自己自觉的从事，这样使得了解和自觉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觉解。按照新理

学的意思说，这个觉解是共相，而四种不同的境界是殊相。冯先生新理学的最终归结就在这

个境界说上。  
  按照《新原人》所讲，人的境界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1、自然境界。这一境界的人对他所从事的事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常常根据个人的习惯和

社会的习俗而行的，但是他和动物有了区别。2、功利境界。这一境界的人尽管对自己所从

事的事业有较清楚的认识，但其行为常常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有把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

3、道德境界。这一境界的人，其行为是行“义”，亦即以对社会做贡献为目的的，超越了个

人和社会的对立。4、这一境界的人，不仅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对社会做贡献，而

且也认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更要为宇宙做贡献，这也就是“事天”。这四个境界层层递

进，是觉解认识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于这个境界说不能单单这样说，这样很呆板的。我

引一段来换换口味。其实冯先生注意的是其中的天地境界，冯先生晚年有一对联：“阐旧邦

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个“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晚年说：“二程朱子早年都

出入佛老，最后还是求诸《六经》，然后得之。佛道教人出家、吃斋、修行。儒家不出家、

不吃斋，也一样修行。这就是‘不离日用常行外，直到先天未画前’。所谓‘极高明而道中

庸’。平时虽是庸言庸行，与常人无异，但是他心胸洒脱、开阔，境界极高；虽道中庸而有

极高明的一面。”（《哲人其萎》钟肇鹏，《冯友兰学记》三联出版社，1997 年版）这就是冯

先生所谓的天地境界吧！  
  实际上还有在这一阶段冯先生的贡献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关于研究中国哲学的“负的方

法”。这种“负的方法”用冯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画月亮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

天空画，一圆圈子说这就是月亮；另一种画法是不画圆圈子，只是月亮可以出现在天空中，

涂以一片云彩，在云彩中留下一块圆的空白，说这就是月亮。后一种画法称为‘烘云托月’。

这种表达事物性质的方法，我称之为‘负的方法’。用这一种方法表达事物的性质，不是先

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种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总结”）

冯先生在这个时候，创立他的新理学体系所用的方法有二：一个就是上面说的负的方法，另

一种就是逻辑分析方法。用逻辑分析法说明冯先生的哲学是知性的，而用这种负的方法则是

讲意志、情趣、直觉以及讲神秘主义的。这种方法和逻辑分析法的运用使冯先生的哲学体系

最终归结到人生哲学的境界说上是功不可末的。实际上 1957 年冯先生提出的传统文化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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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方法，还是这个方法的延续。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冯先生已经不甘只做一位哲学史家，而要指导全国的

民众，给他们一种精神，这并不是冯先生的狂妄，而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冯先生运用西方

哲学中的方法和相关内容改造中国的古代哲学，这里他不只是运用或固守儒家思想，同时他

将佛道的思想也融入其中，虽然他还是以儒家为主，但是他努力实现的是新的全的哲学体系。  
  此阶段的过去和新中国的解放，迎来泐新的明天，同样冯先生也迎来了他的明天。尽管

冯先生在以后的日子里饱受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中国哲学现代化探索的思考一直没有断。  
 

（三） 
 
  冯友兰先生在 1972 年，给王浩的诗这样写道：“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

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解放后的冯先生和其他的老知识分子一样，自觉的接受

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重组，我认为有这样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四九年的解放，百余年的屈辱史结束了，真正实现了民族的解

放；二是建国初期的各项事业取得很大的进步，是这些老学者大师们耳闻目睹的；三是共产

党的礼贤下士。这三点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另

外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对于这一点我有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这也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产生、发展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到这个阶段还是在探索，因为她毕竟没有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或是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

理论，加上某些人的别有用心与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复辟颠覆，所以有了这样的不正常的

情况，这个到现在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冯先生的思想也发生一些变

化，解放后的冯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

写一部哲学史，这一时期，冯先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

编》上。  
  蔡仲德先生将冯先生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对于这个

“失落自我”牟钟鉴先生提出了异议，说因该是“变化自我”，我认为牟先生分析的很正确。

上面说道冯先生是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自我更新的过程，是冯先生对新鲜事物的

接受，虽然在解放之后，因为不正常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长期，对冯先生有不正确

的认识和批判，失落是有，但是是变化地，这个变化还是体现在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

反思上。从事实上讲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开始的写作带有很浓的唯物唯心两路线的

烙印，这就是个明证。晚年的回归是“海阔天高任我飞”的回归，是对自己一生思想的反思，

这才是冯先生的回归，这与蔡先生的“回归”和方克立先生的“回归”是不同的。以下我谈

谈晚年的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  
  晚年的冯先生不同意将哲学讲成是初级的科学，也不同意将哲学说成是太上科学的说

法，而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

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上午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

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哲学是人的精神的反思，那么哲学家就应该是对人精神

的系统的反思。所以冯先生认为哲学家应该身体力行，不是从字面上来解释哲学。他引用毫

年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句话里，有深刻的东西存

在，就是哲学家应该身体力行，从实践中来，和哲学教授是不一样的，身体力行是要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冯先生没有放弃他的境界说，他认为中国哲学是

关于“人”的学说，还是内圣外王之道，通过自己内心的修养而达到与社会协调，与天同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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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段：“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有‘自同于大全’这种最高精神境

界的人，可以有一种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所谓‘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呢？孟子

有段话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尽焉。’（《孟子*尽心

上》）‘万物皆备于我’是‘自用于大全’的人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也是‘大其心’的

成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说，如果一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他会得到最大的快乐。

‘强恕而行，求仁莫尽焉’是说，这种境界叫做‘仁’，行‘仁’的下手处，就是‘忠恕之

道’。”（《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总结”）这里说的是怎样成“仁”，实际上成“仁”的人就

是他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将境界说融入他的哲学史和哲学体系是冯先生的特色。我在前一篇

中说境界说时，只提到“内圣外王”中的“内圣”，而没有提到“外王”，实际上在“新理学

体系”中《新事论》讲的就是“外王”，我将它补在这里。  
  冯先生对张载《正蒙太和》中的这句话进行反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

有仇，仇必和而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中关于对立在先的说法应该是“仇必仇

而解”，他反对这种认识，认为是’和‘在先，这个统一在先是从逻辑上说的，而不是从时

间上说的。实际上矛盾中的对立统一，我认为如同，太极中的阴阳，是哪个在先或是哪个占

的多，这些是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个中是阴气多，显阴性。那个是阳气多，显

阳性。矛盾中的对立统一也应是这样的。  
  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冯先生从“理在事先”转变到“理在事中”了。冯先生《三松堂

自序》中说：‘关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正确地回答是‘理是事中’，这就是说，共相寓

于殊相之中。“所以冯先生在观察事物时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经济

为基础的方法来分析，而且努力阐明经济发展变化和文化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唯物史观

的运用。  
  冯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我想说这样几点：1、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但

是他并不是固守儒家思想，而是将佛道两家也重视起来，发掘它们优秀的一面；2、冯先生

注重内圣外王之道，注意自己的身体力行，将境界说融入实践之中，注重人生哲学；3、冯

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是是互动的，但又是区别的，中国哲学的创建离不开对中

国哲学史的理解和体会；4、在中西哲学的互通中，并不是用西方哲学来找中国哲学的缺陷

或证明西方哲学中的东西中国哲学早有了，而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缺陷有西方哲学的优秀成分

来补充，这样的态度对我们来讲很有警示作用；5、就是冯先生作为哲学家是与时俱进的，

他是终身在反思的，也就是在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变化的，虽然对冯先生在文革时，

大家不免有微词，为什么现在说这些的人少了，我看就是认识到这个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了。  
  我大致的说了这些，实际上还有不少，希望大家好好看看冯先生的书，当然这里的“大

家”中也有我，我们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认识，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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